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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赛八年：孙杨到底冤不冤？

摘自《检察日报》

北京时间2月28日17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宣布
了之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
和国际泳联（FINA）一案的仲裁结果。 据报道，孙杨对此表示
“震惊、愤怒、不能理解”。 中国游泳协会也发表声明，对裁决
“深表遗憾”，并支持孙杨上诉。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何以如此裁决？裁决本身是否公平公
正？孙杨上诉胜算几何？这些问题引起了体育界、法律界和舆
论的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孙杨已经委托律师
依法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但对于上诉，法律界人士普遍认
为前景并不乐观。

据介绍，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只能
审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程序
是否合法，而非对事实认定进行审
查。从最近十多年的“翻案率”来看，
由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CAS判决的
案例并不多见。

按相关规定，除非出现以下几种
情况之一，裁决才有可能被撤销，即
仲裁庭组成有问题、仲裁庭无管辖
权、仲裁侵犯当事人的平等和听证
权，或违反瑞士公共政策。从相关数
据统计来看，最近十多年来，在CAS仲
裁庭受理并审结的案件中，因当事人
不满判决而上诉至瑞士联邦最高法
院的数量约占8%。在这些上诉案例
中，最终被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裁
决的仅为6例。

尽管如此，法律界人士仍对孙杨
的上诉抱有期望。

律政者说公众号日前发表文章
认为，孙杨方在上诉中有三个方面的
论点还是可以进一步阐述的。一是运
动员对其团队是有高度依赖性的，如
果是孙杨团队作出的决定，其后果让
运动员一个人来承担并不合理；二是
WADA对规则的解释有无违反瑞士
法，WADA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
释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者；三是
运动员也需要保护，也要有基本的人
权，程序正当对于反兴奋剂事业同样
重要。

文章指出，虽然上诉的结果可能
不乐观，但是世界各国本来就有不少
运动员对WADA的做法有意见，长年
靠行业垄断地位控制市场，靠独家话
语权压制运动员。所以，即使孙杨本
次上诉无法翻案，但至少也可以把自
己塑造成一个为维护程序正义、为维
护运动员合法权益奋力抗争者的形
象。

上诉之外，李智还探讨了另一种
法律路径：有没有诉诸国内法院的可
能？他认为，拒检的事情发生在国内，
如果就此在国内提起诉讼，涉及到法
院管辖权、诉讼理由、法律适用一系
列问题，国外也有针对CAS裁决提起
国内诉讼的先例。因此，如果想尝试
这一路径，需首先解决两个问题：第
一，国内法院一般会审慎地尊重体育
自治，不进行干涉，除非明显违反禁
止性规定或正当程序。第二，寻找一
个恰当的诉因，成为司法介入体育自
治的理由。

孙杨上诉
胜算几何

在孙杨案中，关于什么是合法授
权，各方各执一词，引发了滔滔不绝的
论证和辩论。反兴奋剂规则不清晰时，
是选择有利于体育组织的解释，还是
有利于运动员的解释？
对此，韩勇认为，应该仿照刑事处

罚“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作有利
于运动员的解释。
“兴奋剂处罚非常严格，甚至是‘准

刑事性’的。”韩勇从三个层面对此进行
了阐述。首先，兴奋剂处罚涉及运动员
的重要利益。兴奋剂处罚的停赛、罚款
和向全世界公布该运动员的“欺骗”行
为，涉及了运动员在工作、声誉和财产
方面的重要利益。运动员轻则被短期剥
夺从业权，重则终身禁赛。对于国家级
和国际级运动员来说，他们从事的是像
律师、会计师一样的职业，被判不能参

加体育竞赛，相当于被剥夺了工作权
利。其次，兴奋剂处罚包括道德谴责。体
育中的纪律处罚严重性有所不同，抢跑
被罚下也是处罚，但远不如兴奋剂处罚
严重。运动员被控兴奋剂违规被认为是
不道德的行为，运动员的声誉会受到影
响，被处罚的运动员将长时间被排除在
该运动之外，甚至被认为“有罪”的污点
在禁赛结束后仍然长期存在。运动员有
兴奋剂违规污点，退役后转任教练员很
可能会受到用人单位的怀疑和拒绝。最
后，兴奋剂处罚实行“严格责任”原则，
即一旦确认服用兴奋剂的行为，对有关
运动员进行处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不

需要考虑其是否有过失。严格责任的实
施是反兴奋剂现实的无奈选择，但对于
运动员来说十分严酷，应有必要的措施
来平衡严格责任对运动员的苛刻。在公
平与效率的权衡中，严格责任原则更侧
重于效率，而反兴奋剂需要更完善的制
度来保证公平，维护运动员权利。
“一般而言，处罚越严格，就应该

给运动员越多的保障。”韩勇认为，兴
奋剂处罚既然是“准刑事性”的，那么
兴奋剂处罚在规则不够清晰导致争议
的时候，应该仿照刑事处罚“存疑有利
于被告人”原则，即因为立法不明导致
解释不清的后果不应由被告承担。“当

模棱两可的措辞或者模糊的语句就
其含义留下了一种合理的怀疑，而解
释的原理又无法解决时，怀疑之益应
当给予公民”。
“反兴奋剂的立法者由于没有使

用能够让人理解清晰的表述，遇到疑
难案件时就不能将规范适用不利的
后果分担给规则的接受人，即运动
员。因为规则的制定者拥有立法的巨
大权力，同时也负有责任；让反兴奋
剂规则制定者对规则存疑负责，是罪
刑法定主义的产物。因为根据权利与
责任对等原则，既然立法权归属于体
育组织，规则存疑的责任自然应由立
法者来承担。在规则含糊的情况下，
规则制定者因未能满足这一要求而
存在失职，当然应就此承担责任。”韩
勇说。

规则不明晰时如何解释

检测是否存在严重瑕疵
“在反兴奋剂领域，运动员接受检

测是不附任何条件的。”针对孙杨案，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范铭超撰文
指出，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规
定，运动员应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无条件地接受兴奋剂检测，并且对
逃避、抗拒检测的运动员可以处以与
使用兴奋剂者同等严厉的处罚，从而
形成强有力的威慑。
范铭超认为，本案一个没有争议

的事实是，作为运动员的孙杨确实没
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无条件地接
受兴奋剂检测并提供出有效的样本，
因此仲裁庭的初步判断是孙杨违规。
在这个判定的基础上，仲裁庭接下来
会考察当时的具体情形，考虑是否存
在任何因素足以推翻孙杨未能接受检
测、未能提供样本而导致违规的结论。
“由此，本案中形成了如下两个争

议焦点。第一， 检测程序是否存在瑕

疵；第二，如果检测程序存在瑕疵，那

么这种瑕疵是否足够严重， 以至于导

致了孙杨无法接受检测和提供样本，

从而可以推翻孙杨违规的初步判定。”
范铭超说。
检测程序是否存在瑕疵是孙杨方

的主攻点。听证会上，孙杨对备受外界
关注的多处细节进行了解释和澄清，
并称当晚自己不仅一度配合血检官抽
血，还提议他可以等到天亮，等检查人
员拿来有效证件，或者更换有资质的
检查人员再进行检查，但主检官拒绝
了这一提议，检查只能“无果而终”。
“通过向仲裁庭展示主检官和两

名助理未能出示充分的身份证明以及
其本身存在的资质上的瑕疵，孙杨方
向仲裁庭证明了检测程序不完善，至
少是不完美的。”范铭超分析说，
WADA在检测程序是否存在瑕疵这一
点上并不占优，因此尽管充分阐明了
立场，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否认检测
程序存在瑕疵。“鉴于客观上检测程序
确实存在瑕疵，WADA采取的策略是
保检测行为而承认规则不够完善，从

而强调检测人员是依规履职，即使存
在瑕疵也是由于规则不完善，但不完
善的规则仍然是规则，运动员仍然应
当遵照执行。”

孙杨方似乎认为只要论证了部分
检测人员缺乏资质这一程序瑕疵就可以
直接推导出检测程序无效的结论，进而
推导出孙杨有权退出或者拒绝继续检测
而无需提供检测样本的结论。范铭超认
为，这在仲裁庭看来恐怕过于草率。
“在反兴奋剂领域中，运动员无条

件接受检测是原则，即使对程序有异
议，仍然应当先检测，后质疑。只有在
极端情形下，检测程序才会自始无效。
例如三名检测人员从未得到授权，纯
属冒充检测人员招摇撞骗，此时所谓
的‘检测程序’只是个骗局，运动员自
然无需接受检测。但本案中，正如
WADA一再强调的，检测授权是真实
的，主检官是真实的，三名检测人员也
确实是前去履行检测职责，因此检测
并不是虚假的。更重要的是，即使质疑
两名助理的资质，孙杨并不否认对检
测本身、主检官身份和资质以及三名
检测人员前去履职这一事实的真实
性。换言之，无论孙杨方还是WADA都
认可检测是真的，只是孙杨方认为手
续不全不能检测，WADA认为手续不
全也能检测，但可以事后投诉。”范铭
超认为，既然检测是真的，在仲裁庭眼
里，程序瑕疵就并没有严重到使孙杨
无法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接受检
测、提供检测样本的地步。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根据《世界

反兴奋剂条例》等法律文件的规定，退
出检测并拒绝提供检测样本并不是运
动员可以援用的对检测程序表达异议
的合法方式。相反，退出检测恰恰是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定的逃避、拒
绝接受兴奋剂检测的表现形式。一旦
发生上述情况，仲裁庭只能根据《世界
反兴奋剂条例》的相关规定作出处罚，
无论孙杨的动机是不是为了抗议程序
瑕疵。”范铭超指出。

无人挑战的制度一定正确吗
听证过程中，WADA的律师通过

询问证人和当事人反复强调如下事
实：
（1）IDTM自1995年开始已与FINA

合作，代表FINA对运动员进行样本采
集1.9万余次，出具的是和本案一样的
格式授权文件（且在2018年，与本案一
模一样的格式授权文件被使用过逾
3000次），FINA也从未表态该授权文
件有瑕疵，但却在这一次认为该格式
授权文件不合规；（2）孙杨作为国际顶
尖运动员，接受过多达180次兴奋剂检
测程序，其中60次由IDTM通过出具和
本案无异的授权文件执行，但孙杨却
仅在这一次，对该格式授权文件提出
质疑。

“我们的疑问是，IDTM对你药检
了60次，但你唯一一次有疑问的就是
这一次采集，其他任何一次好像都没
有类似的问题，是这样的吗？”“在你的
记忆当中，其他59次IDTM的药检中，
他们是否向你出示过不同的证件？”
WADA的律师多次向孙杨提问。
WADA显然是想借此说明规则是

完善的，或者即使规则不够完善，包括
孙杨在内的众所周知的习惯做法也足
以弥补规则的不完善之处，从而不存
在因对规则有理解上的歧义而产生程
序瑕疵。
对此，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韩勇认

为，检测程序需要严格按照《国际检测
与调查标准》（ISTI）规则，由有权检查
机构、兴奋剂取样机构和检查官履行，
这是以上各方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应承担的责任。运动员之前没有做
出类似本次的举动，并不表示IDTM之
前的做法是正确的。运动员对反兴奋

剂程序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 运动员

已经在第59次检查， 即2017年检查时

对同样的问题提出了抗议， 说明了运

动员对此问题的忧虑是由来已久的。

此前的检查也没有发生过尿检官拍照

的情况， 这也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

一根稻草。

范铭超则指出，WADA此举还有
另一层用意：将本案与每年接受检测
的成千上万个案例对立起来，认为其
他所有案件涉及的运动员都没有对检
测程序提出异议，只有孙杨提出了，所
以要么仲裁庭赞同孙杨并认定现行程
序有重大瑕疵，从而据此推翻其他成
千上万起检测的结果，要么认定现行
程序无重大瑕疵，从而认定孙杨违规，
以保留其他成千上万起检测的结果。
“这个观点对仲裁庭的判断具有

近乎决定性的影响力，因为兹事体大，
除非有超重量级的、具有压倒性的理
由，否则仲裁庭几乎不可能作出一个
为了一名运动员而挑战其他成千上万
个业已结案、生效的案例的决定。”范
铭超说。
但范铭超同时认为，尽管WADA

的战术非常成功，但仲裁庭其实仍然
有可能被说服，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
不挑战的制度和做法就一定是正确的
制度和做法，它同样有可能是因为对
手过于强大而导致谁都不敢挑战而
已，就像数十年前欧洲足球的博斯曼
案那样。
“孙杨方本有机会把孙杨塑造成像

博斯曼一样代表所有运动员勇敢挑战
错误制度的英雄。”范铭超认为，本案是
有可能做成一例运动员基本权利保护
经典案件的，但这个机会被错失了。

被损坏的血样


